
两部欧美版中国文学史之比较
———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和《剑桥中国文学史》

■徐志啸

世界范围的汉学研究， 三个

国家和地区堪称重镇———日本 、

欧洲、美国。 从时间上来说，日本

毫无疑问是领先者， 欧洲则属于

后继者，包括法国、英国、德国等，

美国自然崛起得最晚； 但从整体

研究队伍和研究成果来看， 三个

重镇在不同历史阶段各具不同特

点，可谓各有千秋、难分轩轾。 作

为汉学研究分支之一的中国文学

史研究，日本早在 20 世纪初叶即

已问世多部相关著作， 欧美虽然

时间上后于日本，却后来居上，21

世纪初的欧美推出了颇具影响力

的超百万字的中国文学史著作，

这就是《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和

《剑桥中国文学史》（以下均以《哥》

本《剑》本简称）。

这两部文学史的英文版和中

文版问世时间略有交叉———《哥》

本英语版出版于 2001 年的美国，

《剑》 本英语版出版于 2010 年的

英国，两者相距近十年；但中文译

本《剑》本却比《哥》本早了三年，

分别是 2013 年和 2016 年。

两部文学史编撰者的主体基

本是美国学者：《哥》本主编，宾夕

法尼亚大学教授梅维恒，参与编撰

者清一色的美国学者；《剑》 本，上

卷主编： 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欧

文（宇文所安），下卷主编：耶鲁大

学教授孙康宜， 参与编撰者大多

是美国学者，有少数英国学者。

整体框架设计
有差异 ：试图超越文

体分类 ，亦或跳脱朝
代分期

两部欧美版中国文学史 ，都

系统叙述中国文学的发展历史，

同中也有异。

首先是整体框架的设计与编

排。 《剑》本主编在接受剑桥大学

出版社的编撰任务时， 有一个明

确的意念， 反对将文学史写成以

文体分类的史著，而偏偏《哥》本

正是一部以文体分类的文学

史———整部书按诗歌 、 散文 、小

说、 戏剧等文体分类。 在这一点

上，似乎《剑》本就是冲着《哥》本

来的。《剑》本主编认为，按文体分

类撰写， 会割裂各类文体之间的

内在联系， 体现不出作家能从事

多种文体创作的综合风格特点。

为此，《剑》 本主编采取整体性文

化溶入文学史的方法， 即努力写

成文化文学史， 不按往常文学史

的模式围绕作家个体展开叙述，

从而成为一部非同一般文体类的

文学史。

其次是令文学史研究者历来

头痛的分期问题。这个问题，关键

在于能否摆脱历史朝代的传统束

缚。作为一部文学史著，固然不能

脱离历史发展演变的轨迹， 但毕

竟文学史是围绕文学展开的历

史，不是纯历史著作，如果完全围

着历史朝代转， 没有或看不出文

学本身的发展线索， 那就谈不上

真正的文学史了。为此，两书主编

都力图改变完全按历史朝代顺序

叙述的方式。但实际做法上，《哥》

本兼取年代与主题， 不严格按历

史朝代为序， 也不完全弃朝代于

不顾，在全景式的年代框架下，作

主题式的探索。 而《剑》本则打破

传统惯例， 努力按文学自身发展

的固有线索阐发，于是，先秦与西

汉紧连，西汉与东汉分离，西晋与

东晋分隔，东晋与南北朝、初唐相

连，晚唐与北宋前期挂钩，明代的

1375 年作为上、下两卷的分隔年

等等， 打破了传统文学史的历史

朝代一统格局。

在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中 ，有

一个很重要而往往被中国学者忽

略的问题，即，我们的文学史研究

对象和所涵盖的实际范围， 究竟

是哪些地域和人群？也即：今天所

谓的“中国”文学史，这个“中国”

指的范围是什么？ 是否包括汉族

以外的 55 个少数民族？是否包括

港澳台地区？ 是否包括海外的华

人华侨？ 以今天流传于市面上的

诸多中国文学史著作看， 虽然书

名皆称为“中国文学史”，实际内

涵却并不包含所有的中国人，书

中述及的多是汉族人用汉语书写

和创作的文学史， 很少或几乎不

包括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书写和

创作的其他 55 个民族的文学，也

很少或几乎不涉及港澳台地区文

学， 更遑论海外华人或华侨的文

学创作了 （后者主要指现当代文

学）。《哥》本和《剑》本两部中国文

学史都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他们

认为， 中国文学史无论在理论上

还是实践上， 都应该包含汉族群

体和少数民族群体，以及香港、澳

门、台湾乃至海外的华人群体，这

样做，才符合“中国文学史”的本

质定义。

对汉字和汉语根本性质的牢

固把握， 是准确理解和欣赏中国

文学的一道坚实基础， 这是两部

欧美文学史都十分重视的一环。

两书都在全书的开头， 开宗明义

地阐述了这个问题。 比较起来，

《哥》 本在这方面似乎用力更多，

花费的文字也多，阐述的面也广，

该书第一编《基础》中，专设了《语

言和文字》一章，从多角度予以详

尽阐述，内容包括汉字简史、汉字

的特性、白话与文言、汉字的审美

特征、汉字对文学的意蕴等。作为

专述中国文学及其发展史的史

著，开篇即对汉语文字的起源、发

展、特性，作专门阐述与概括，这

样的做法， 至少在中国国内的文

学史著作中相当罕见， 编撰者特

别说明并点出了汉字的特点，以

及它与西方字母文字的差异，这

甚有助于西方读者对东方中国用

汉字书写文学的整体认识和切实

把握， 从而真正体会中国文学与

西方文学的差异与特质。

力求打通古今 ，

有意识地作中西比

较，各有独到创见

两部文学史的立足点和视野

确有差异，写法上也不尽一致，但

在这些不同中， 我们仍可清晰看

到它们的异中之同———这同 ，即

两书的编撰者都有自己独到发挥

的地方，或谓独创见解，其所论所

见不乏精彩之处，这些精彩论断，

体现了两书编撰者的潜心研究成

果，值得中国学者借鉴参考。

例如， 将中国文学发展史历

来的划分———古代、近代、现代、

当代，完全打通，使之融会贯通，

汇成一统，浑然一体，这是两部文

学史共同的特色， 便于对中国文

学生生不息、 沿袭不断特征的充

分展示， 也有利于传统与古代文

学的互为回应、互相联系、前后对

照， 俾助于认识古今演变的内在

联系及其规律。

《剑》本特别提出了文学作品

的传播与保存问题， 这很大程度

上会影响到文学作品在文坛上的

知名度， 从而波及其在文学史上

的受众面和影响力。这当中，早期

阶段是后世的评判与价值取向起

主要作用， 而后期阶段则大多借

助于印刷文化的传播手段， 这是

非常重要的传播工具， 在宋元及

其后尤显突出， 甚至直接决定了

作品与文学家在文学史上的影响

力与知名度。

如何看待中国古代作家的创

作动机，《哥》本认为，在中国文学

史上， 文章与官吏的紧密关系可

谓贯穿文学史的始终。 作家的创

作往往都在直接间接地为国家的

道德和政治需要服务， 真正的所

谓“纯文学”或“为文学而文学”观

念的形成， 大约要在佛教美学来

临之际，也即魏晋及其后时期，文

学的非实用主义才开始得到系统

的欣赏、审视和提倡，文学才真正

进入了自觉意识时代。这个看法，

应该说比较符合中国的历史和时

代的客观现实。

《剑》本有《文化唐朝》一章，

不仅别出心裁地将初唐剔出 （划

归南朝 ），将中 、盛 、晚唐合为一

体，还将北宋的开朝 60 年也划进

唐朝， 这在中国学者撰写的文学

史中是不可思议的。对此，编撰者

作了如此解释：“北宋文学特有的

‘宋代’风格，其形成阶段并没有

出现在王朝建立的 960 年， 或是

接近于这个时间的任何时段。 换

言之，北宋，是王朝更迭与文学发

展时间上明显不同步的一例，推

翻了时代与文学二者在中国文学

史上携手并进的这一普遍假设。

新王朝的确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

的文学风格 ， 但直到 1020 至

1030 年代，这一新风格才开始出

现， 此时距北宋建立几乎已有两

代人的时间之久。”这是非常有说

服力的论断， 点及了该书主编所

主张的意图———文学史应打破历

史朝代的传统框架， 按文学本身

发展的轨迹划分阶段， 而北宋正

是最有代表性的个案。

两书都可见到有意识作中西

文学比较的案例， 虽然只点到即

止，没作展开性论述，但这做法本

身，对于读者，尤其是西方读者，

无疑是非常有启发作用的。 如谈

到《诗经》“大雅”时，与古希腊荷

马史诗作比较； 认为明代中叶的

文学不比欧洲文艺复兴逊色；将

《金瓶梅》手抄本流传与定稿过程

和《圣经》及莎士比亚作品的定本

类比； 将中国古代传统的散文文

体风格与古希腊罗马的散文文体

风格作对比等等。

瑕不掩瑜 ，呼吁
双向的东西方文化

影响

两部欧美版中国文学史虽说

在海外汉学领域具有相当影响

力，但认真阅读的话，发现遗憾之

处也难以避免， 这是作为中国读

者必须正视的。

《剑》 本由于淡化了文类，一

些在文学史上出现的特别具有特

色的文类， 有的便难以觅得其应

有的踪影。 比如在中国文学史上

曾经出现、 且在后世仍有相当影

响、 但历来被文学史界所重视不

够的文类———赋，《剑》 本对它的

描述和评价， 出现了前后叙述矛

盾、文体特征判断失误的现象。该

书第一章在谈到赋时说， 汉代盛

行的诗歌类型是赋， 西汉的赋涵

盖了诗歌的所有形式和主题，而

第三、第四两章的说法却不一样，

认为赋属于散文， 或属于特别文

体类。很显然，三章的三位编撰者

对赋文体的看法和认识判断不一

致， 导致了同一部文学史中出现

对某一特定文类文体特性及其归

类的分歧。 究实说，赋这个文体，

虽然源之于诗， 但毕竟与诗和辞

有区别。 按今天的文体分类标准

看，有点类似现代的散文诗。

《哥》本第三、四、五章，分别述

及早期中国的哲学与文学、“十三

经”、《诗经》和古代中国的说教。这

三部分内容，明显有交叉重合处：

早期中国的哲学和文学， 其实已

包含了“十三经”的部分“经”，自然

包括了《诗经》；而古代中国的说

教， 实际与早期中国的哲学与文

学，以及“十三经”，都有关系，不能

单说《诗经》与古代中国说教有关；

而“十三经”中除《诗经》以外的其

他不少“经”，其实与古代中国的说

教都有关系。 这三章内容，实际上

很难截然分割，无论时间顺序上，

还是内容联系方面， 现在这样将

其分为割裂的三章， 逻辑上明显

混乱，内容条理划分也不清晰。 还

有，《哥》 本下卷第六编第四十四

章，专辟了“经学”一章 ，其实 “经

学 ”并不属于文学的范畴 ，它是

一个独立的学科 ， 或可划归史

学，如为了说明中国儒家经典与

文学的关系，可将这部分内容与

第三、四、五章融合打通，重新组

合，分章阐述，统合说明，或许会

更好些。

因为是集体的编著 ， 无论

《哥》本还是《剑》本，都比较明显

地暴露了体例上的不统一和不规

范， 这无疑给两书各自的完整性

和统一性带来了遗憾。 比如两书

的目录部分， 各章的标题写法不

统一，大多循着历史朝代顺序，有

些却标上了世纪， 有的还按年代

标题。尤为甚者，《剑》本上卷第三

章，章标题是“从东晋到初唐”，而

章以下的节标题，居然全部是“世

纪”， 完全不中不西、 不伦不类。

《剑》本章节标题列出的作家和作

品，也多有失误，如曹操、建安七

子居然未入章节标题， 杜笃和冯

衍却入了，而《文心雕龙》《诗品》

这样重要的文学理论代表著作，

竟然章节的标题中未见， 这在中

国学者编撰的中国文学史中绝对

不可能见到。

话再回到开头部分。 实事求

是说， 海外汉学对我们今天研究

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文学史，确

实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与借鉴作

用。但这些年来，学界不免有些西

化的倾向，过分地渲染西方。笔者

赞赏耶鲁大学孙康宜教授的态

度，她曾说，不能只注意西方理论

会给中国文学带来新视角， 而很

少想到中国的文学研究成果也能

为西方批评界带来新的展望；东

西方文化的影响是双向的， 不是

单向的，而在西方人眼中，中国文

化常常被忽略为“他者”———这是

必须改变的不正常现象。 这话说

得非常好。我们在阅读和比较《哥

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和《剑桥中国

文学史》两书时，也应取这种实事

求是的态度。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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